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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行模式是中医情志理论中最重要的模式，贯穿于中医情志理论的建构及研究之中。该模式一方
面促进了理论的系统化，另一方面又会使所建构的理论僵化，脱离临床实际，从而限制理论的发展。同时模
式推演的结论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且情志本身的复杂性决定其不可能形成一种情志对应于单一一脏的模式。
因此，在中医情志理论的构建及研究中，对五行模式的应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情志理论; 五行模式; 模式推理; 模式回归

模式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

的规律，是解决问题、形成经验的高度归纳总结，
即经验的抽象和升华。中医理论的建构具有鲜明的
模式推理特点，诸如阴阳模式、五行模式等，可谓
贯穿于中医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中医情志理论的

建构也不例外。五行模式是中医情志理论中最重要
的模式，不仅其建构借助于该模式，而且中医情志

理论的研究也常常与此相关。

1 情志理论建构中的模式推理

五行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实际和实践活动，但是

五行思想产生之后又脱离了经验，与阴阳一样，成

为人们解释自然现象、整理经验材料的概念图式，
诚如顾颉刚所说: “阴阳五行是汉代人的思想骨
干，无论在宗教上，政治上，学术上，没有不套用

这种格式的”［1］。《素问·天元纪大论》亦明确指
出: “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

乎!”因此，五行模式自然也就成为中医情志理论
建构的基本模式。
先秦诸子从哲学角度来论情，由于各家思想和

目的不同，因此，对情所下的定义及情感的种类也

各不相同，分别有喜、怒、哀、乐或恻隐、羞恶、
辞让、是非四情说，喜、怒、忧、恐、哀五情说，
好、恶、喜、怒、哀、乐六情说，喜、怒、忧、
悲、好、憎、欲或喜、怒、哀、惧、爱、恶、欲七
情说等。 《黄帝内经》将诸子论情时的 “致病成

害”之义引入医学领域，在中国哲学天人合一、
五行关系思维模式指导下，把人的情绪分为五个类

别，并且分别与五脏相配搭，形成五行—五脏—五
志模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天有四
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
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
恐”，同时明确指出: “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
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 ( 悲) ，肾在志为恐”。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演，即可推导出情志致病、五
志分别伤及所主之脏的规律，以及基于五行相克规

律的以情胜情的心理治疗方法，如《素问·阴阳应
象大论》所说: “怒伤肝，悲胜怒”; “喜伤心，恐
胜喜”; “思伤脾，怒胜思”; “忧伤肺，喜胜忧”;
“恐伤肾，思胜恐”。这种由《黄帝内经》所确立的
五脏五志模式，成为后世中医情志理论的重要构成

部分，并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较为广泛的应用。

2 情志理论研究中的模式回归

当代中医情志理论的研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

陷入五行—五脏—五志模式之中，借用该模式来说
明相关问题，或探讨模式形成的原因等。如对于
“思”在七情中地位的探讨，不少学者即借用脾土
与季节配属关系的观点，认为 “思”既为认知的
中心，又是情感产生的中流; 思为七情时空之合，

属脾土，主四时四方; 思为七情时空的中心，是七

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2］。还有研究者指出，《黄帝
内经》中“因志而存变”为“思”，是与思维相关
的心理活动，属认知范畴; 由脾所主之 “思”，与
其他情绪并提，属情感范畴。喜、怒、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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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恐、惊七情排列顺序中 “思”居中，就是说
各种情绪要通过 “思”才组配，通过 “思”的认
识“折射”而产生。思属脾土，脾土居中央主四
旁，“治中央”、“以四时长四藏”、“生万物而法天
地”，为诸种情绪之归宿，肺之 “治节”、肝之
“谋虑”、胆之 “决断”、膻中之 “喜乐”、肾之
“伎巧”等均需经“思”而成［3］。但笔者认为，脾
土主四时的观点仅仅是五脏、五行与一年四时配属
关系的一种解释，在《黄帝内经》中同时有脾主长
夏与脾主五运之土运等不同的解释，故以脾土治中

央主四时来说明“思”属认知，为七情的出发点和
归宿点，并不具有科学性。上述解释的实质是将现
代情绪心理学有关情绪的认知理论与中医五行学说

杂糅，有以今释古、抬高古人认识水平的嫌疑。
另外，在对七情归属五行五脏机理的研究中，

多套用五行模式推演，突出五志特点与五行属性的

类比，如有学者指出喜因其活泼而表现于外，故有

火之机动、活泼、炎上之象，属火而配属于心; 怒
忽发忽止颇具木之象，故属木而配属于肝等［4］。
如此推论值得商榷，如以怒为例，由于肝病多怒，

怒易伤肝，而肝主升发象木，故怒志以肝为中介而

归属于五行之木，而不可能是归因于怒忽发忽止颇

具木之象，其他如喜、悲、惊等大多如此，故其解
释有本末倒置之嫌。

3 中医情志五脏五志模式的评价

五行学说是中医学重要的说理工具，情志理论

借此将情绪的产生、变化和控制等与相应的脏器功
能结合起来，使人的心理活动过程有了可靠的生理

物质基础。同时提出情志致病伤脏的规律以及以情
胜情的心理治疗方法，这无疑对掌握和运用情志理

论诊治疾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人的情绪
问题极为复杂，简单的五脏五志模式难以对情志问

题作出全面的解释，即使 《黄帝内经》中也有不
同于该模式的相关论述，如《素问·宣明五气篇》
谓“精气……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 《灵
枢·本神》则有“心怵惕思虑则伤神”、“肝悲哀动
中则伤魂”、 “肺喜乐无极则伤魄”等阐述，说明
《黄帝内经》中已呈现出一脏主多种情志的模式。
对情志致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临床上以多

种情志交织致病为主，有学者还提出并论证了

“多情交织共同致病首先伤肝”的观点［5］。周莺从
《中华医典》中检索到古代 91 部医籍的 1040 条情
志病证医案，分析情志病证的诱因，发现在情志诱

因中以多种情志因素混合诱发为多，如悲忧、郁

怒、悲愤等均纳入混合因素中，而单一情志因素所
占比例不高。这说明 《黄帝内经》有关 “五志伤
五脏”单一情志致病的七情内伤模式与临床实际
不符，“五志伤五脏”理论依赖五行推演可能有牵
强附会之嫌。例如关于悲忧诱因的病案共有 17 条，
其中只有 2 条次的病位涉及到肺，而与传统理论吻
合度较高的是怒伤肝理论［6］。王斌通过对来自 115
部医籍的 1332 条古代情志相关医案的数理分析和
数据挖掘研究，提出七情分属五脏，惊归于肝志、
忧为脾志更为妥当［7］。再如在五行学说指导下形
成的以情胜情疗法，在临床实践中也有不少违背情

志相胜原则的案例，如 《名医类案·郁》中有
“恐胜忧”的医案， 《簪云楼杂记》中有 “悲胜
喜”的案例。另外，还有学者指出，依据五行关
系思维方式建立的情志学说，其理论优势是重视了

导致情志变化的生理因素，其理论适应范围的不足

是不能说明，情志变化的社会因素和个人主观因

素，在指导临床上有明显的局限性［8］。由此说明，
五脏五志的模式只是中医情志问题说理工具之一，

其本身缺乏理论的彻底性。
综上所述，模式推演一方面促进了理论的系统

化，另一方面又会使所建构的理论僵化，脱离临床

实际，限制理论的发展。同时模式推演的结论是或
然性的，有待实践的检验。加之情志本身的复杂
性，基本情志并不局限于五种，复合情志可达上百

种之多，也不可能形成一种情志对应于单一一脏的

模式。因此，在中医情志理论的研究中，对五行模
式的应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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